
 

 

城市政府补助政策的多维减贫效应评估

许玲丽，陈云菲
（上海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444）

摘　要：2020 年底我国取得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在巩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

构建防贫长效机制，推进共同富裕。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评估了“十三五”时期城市政

府补助的相关减贫政策效果。文章选取贫困度量指标来测度城市的相对贫困状况和收入分配特征，

采用模糊断点回归方法，研究了城市政府补助政策对城市贫困人口收入、支出、劳动供给、人力资本

以及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基于相对贫困指标计算的城市贫困率、贫困强度和深度均呈现下

降趋势，城市收入分配有所改善；从收入和支出角度来看，城市政府补助对低收入居民发挥了“授人

以鱼”的作用，特别是在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个人工作收入方面；此外，城市政府补助对一些

人群发挥了“授人以渔”的作用，显著提高了低收入男性和中部地区低收入居民的就业概率，增加

了低收入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政府补助还显著提高了低收入女性和西部地区低收入居民的主观

福利。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城市收入再分配体系，探索推动城市贫困救助从“粗放”模式向“精准”

模式转换，建立针对不同群体的差异化城市防贫体系与动态监测系统，有效缓解相对贫困，形成防

贫内生机制，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和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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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减缓贫困是世界各国发展道路上一个永恒的课题。缩小城乡差距，消除极端贫困，实现共同

富裕，也是我国一直追求的目标。2020 年底，我国取得了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

困的艰巨任务，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得到了解决。目前，我国贫困呈现出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

困、收入贫困转变为多维贫困、农村贫困转变为城市贫困的新特征（魏后凯，2018）。城市化、老龄

化、产业结构调整等都给城市居民的就业和生活带来了冲击，城市贫困问题不容忽视。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和 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对城市而言，把

握城市贫困特征，了解相关扶贫政策的效果，是完善收入再分配制度和推动建立城市防贫长效

机制的重要前提，对“十四五”时期有效提高城市的社会经济水平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探究

城市贫困特征的基础上，关注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简称“低保”）为主的城市政府补助对居民的

影响，分别从收入、支出、劳动供给、人力资本以及主观福利角度研究相关政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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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城市的经济增长力是社会稳定发展的根基。在人口老龄化和城镇化不断加快的趋势

下，城市贫困在广度、深度和强度方面表现出动态特征。Un-Habita（2014）预测，发展中国家和地

区生活在城市贫民区的人口比例可能会在 2050 年上升至 60%，城市贫困问题不容忽视。作为收

入再分配的重要形式，我国城市扶贫政策呈现出以最低生活保障为基础，特困人员救助、医疗救

助、教育救助、就业救助、临时救助等为补充的多维救助特征。其中，城市最低保障政策是我国城

市贫困保障的核心内容，2020 年国家全年支出城市低保资金 537.3 亿元，全国城市平均低保标准

从 2016 年每人每月 494.6 元提高到 2020 年的 657.5 元，升幅为 32.93%；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人

数则由 2016 年的 1 650.5 万人次下降到 2020 年的 805.3 万人次，降幅为 51.21%。本文采用广义

的城市扶贫定义，主要关注居民或家庭是否获得相应的政府补助，包括现金补助或实物补助，如

低保、五保户补助、特困户补助等，其中低保是最主要的方式。

政府扶贫政策效应的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农村地区，城市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城市贫困的

原因以及相关转移支付的瞄准率等问题上（宋锦等，2020）。本文拓展了相关文献，探讨了城市目

前相对贫困群体的分布特征和“十三五”时期城市扶贫政策效果。研究发现，基于相对贫困指标

计算的城市贫困率、贫困强度和深度均有下降趋势，城市收入分配有所改善。城市政府补助对低

收入居民发挥了“授人以鱼”的作用，显著提高了低收入家庭的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个人

工作收入，而且接受补助的家庭消费结构得到改善，特别是在中部和西部地区。此外，城市政府

补助对一些人群发挥了“授人以渔”的作用，显著提高了低收入男性和中部地区低收入居民的就

业概率，而且增加了低收入女性和因学致贫人群的人力资本。政府补助还显著提高了低收入女

性和西部地区低收入居民的主观福利。

本文的研究贡献体现在：第一，基于相关贫困统计指标，测度了城市贫困的变化趋势和分布

特征；第二，从城市政府补助是否“授人以鱼”（收入和消费）、是否“授人以渔”（劳动供给和人力

资本投资）以及是否最终实现人民幸福（主观福利）三个层次，研究了城市以低保为主的收入再分

配政策的减贫效应；第三，基于人群、地区和致贫原因的异质性分析，提出了精细化的政策建议。

二、政策介绍与文献综述

我国城市扶贫的主要方式是提供政府补助，其中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城市低保政策

于 1993 年在上海率先推行，最初的目的是维持下岗、失业职工的基本生活，后推广至全国（陈云，

2015）。1999 年国务院颁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低保政策逐渐成为城市主要的扶贫

保障政策。从城市低保覆盖人数来看，2010−2020 年我国城市低保人口呈下降趋势，从 2010 年

的 2 310.5 万减少到 2019 年 860.9 万，特别是 2016−2019 年（处于“十三五”时期）下降幅度明显；①

从城市低保标准来看，全国平均低保标准不断提高，从 2010 年的 251.2 元 /月增加到 2020 年的

657.5 元/月；从城市低保支出来看，我国低保财政支出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特点，2013 年达到

峰值 756.7 亿元。②根据民政部数据计算 2020 年各个省份的年均月度补助标准，上海市的低保标

准最高，为每月 1 202.5 元，其次是北京，为每月 1 135 元，最低的是新疆，为每月 495.8 元。

2020 年底，我国取得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扶贫工作从“解决

绝对贫困−保障物质基础−满足居民需求”迈入“缓解相对贫困−促进平等发展−提升居民幸

福”的新阶段（罗必良等，2021）。针对以低保为代表的城市政府补助，一部分文献主要考察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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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2011−2020 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②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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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保政策识别对象的有效性，从贫困目标瞄准率、漏保率和错保率等方面做出评价（都阳和

Parka，2007；朱梦冰和李实，2017；宋锦等，2020），基于不同数据和贫困标准得到的结果差别较

大。还有一部分文献评估政府补助的政策效应，大多集中于探讨政府补助政策对居民相关经济

社会状态的影响。针对收入（卢盛峰和卢洪友，2013），大多数研究认为以扶贫为目的的相关转移

支付政策能够促进居民收入增加（张楠等，2020），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Luo 等，2020）。针对家庭

支出（都阳和 Parka，2007），有研究发现除了家庭人均医疗支出外，获得低保的家庭在教育和食品

方面的支出比例更高（都阳和 Parka，2007）。针对劳动供给（都阳和 Parka，2007；徐超和李林木，

2017），既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也存在负向的“福利依赖”问题（韩克庆和郭瑜，2012；慈勤英和

兰剑，2015）。此外，刘成奎和齐兴辉（2019）研究了政府补助政策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城市政府补

助的现有政策效应评估研究大多集中在社会经济影响的一个或少数几个方面，缺乏系统性和全

面性。基于政府补助政策对于缓解低收入家庭贫困状态的作用机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有必

要从收入、支出、劳动供给、人力资本和主观福利多个角度对城市政府补助“保障−赋能”的政策

效果进行评估。从估计方法来看，模糊断点回归在扶贫政策效应评估中能够保证局部随机，缓解

选择性偏误、遗漏变量等问题，以准确估计因果效应，而且与工具变量法和 DID 方法相比更接近

于随机试验，因而在近 20 年来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研究（张全红和周强，2019；李芳华等，2020）。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城市扶贫政策做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但较少规范地研究“十三五”时

期城市贫困群体的分布状况和收入分配特征，以及扶贫政策对相关人群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

本文聚焦在“十三五”时期，尝试对相关文献进行拓展。

三、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本文首先利用相关贫困统计指标，考察“十三五”时期贫困的变化趋势和分布特征，然后利

用计量经济模型，从多个角度分析政府补助对居民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

（一）贫困统计指标

FGT

FGT

本文选取 Foster 等（1984）提出的 评价指数作为度量贫困的统计指标，以各省的最低生

活保障线作为城市绝对贫困的标准，并分别采用各省城市居民收入中位数的 30%、40%、50% 和

60% 作为相对贫困线。①其中，各省的低保线从民政局官网得到季度数据，通过算数平均得到年

度的月均低保标准。Foster 等（1984）提出的 评价指数如下：

FGT (α) =
1
N

q∑
i=1

(Z−Yi

Z

)α
（1）

N α α q

FGT FGT Yi i

α = 0 α = 1

α = 2

其中， 表示所有居民数， 表示贫困厌恶系数， 的数值越大，贫困厌恶程度越高。 表示收入低

于贫困标准的人口数。Z 表示贫困标准，本文分别设定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当 Z 为绝

对贫困标准时， 表示绝对指数；当 Z 为相对贫困标准时， 表示相对指数。 表示个体 的

纯收入。当 时，该指数表示贫困率；当 时，表示贫困深度，衡量贫困人口收入差距；当

时，表示贫困强度，衡量贫困人口内部差异强度。

新时期我国扶贫工作的重心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扶贫

政策的减贫效应往往不是同质的，存在贫困发生率降低但收入差距扩大的可能。本文还采用基

尼系数（Gini）和泰尔指数（Theil），分析“十三五”时期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

许玲丽、陈云菲：城市政府补助政策的多维减贫效应评估

① 也有文献采用平均收入的 50%、60% 或 70% 作为相对贫困线（王德文和蔡昉，2005；李永友和沈坤荣，2007；朱晓和秦敏，2020），而多

数情况下中位数比均值更加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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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模型与模糊断点回归

为了评估城市政府补助的减贫政策效应，本文构建了如下线性模型：

Yi = α+ρDi+εi （2）

Yi Di

Di

其中， 是本文关注的结果变量，包括收入、支出、劳动供给、人力资本和主观福利。 为二元变

量，表示是否获得政府补助，经济个体能否获得补助受到家庭特征、地区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影

响。如果 是完全外生的，则可以直接使用 OLS 估计式（3），得到政府补助对城市贫困人口的影响。

Yi = α+ρDi+X ′

iγ+εi （3）

而外生性假设往往很难满足，比如可能存在家庭收入谎报或其他资产情况误报等情况，无

法反映家庭真实的财富状况，从而造成估计偏误；此外，自选择等问题也会导致内生性。为了尽

量减少估计偏误，本文采用断点回归（RD）方法。

RD 方法首先需要确定一个断点值，该断点决定了城市人口是否可以获得政府补助。

Di =

{ 1 i f zi < di

0 i f zi ⩾ di

（4）

Di zi di

Di zi

di

其中， 为二元变量，表示是否领取政府补助。 表示家庭人均收入， 表示每个省份的领取政府

补助标准。可以看到， 是 的非连续函数。城市政府补助主要包括低保补助、抚恤金、失业救助

等，而目前只有低保补助有比较明确的标准，其他补助的发放也将低保标准作为重要的参照，低

保标准是衡量城市贫困的主要标准。因此，本文将每个省份的年均低保线作为 的替代变量。如

果式（4）成立，那么可以使用式（5）估计领取政府补助对结果变量 Y 的影响。

Yi = α+ρDi+βzi+X ′

iγ+εi （5）

Di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是否获得政府补助不仅参照收入状况，还参照家庭财产以及家庭成员

因残疾或重病而导致的必需支出等标准（宋锦等，2020），不同省市也根据自身特点制定了相应的

标准。因此，在断点处不一定是严格的 0 到 1 的变化，而只是可能影响 取值为 1（获得政府补

助）的概率，模糊断点回归（FRD）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P[Di = 1|zi] =
{ g1(zi) i f zi < di

g0(zi) i f zi ⩾ di

g1(zi) , g0(zi) （6）

g(z) g1(zi) > g0(zi)其中， 表示个体获得政府补助的概率，假设 ，即家庭人均收入低于低保线的人群获

得政府补助的概率大于收入高于低保线的人群。根据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规定，这是非常自

然和容易满足的假设。

Ti Di

Ti zi zi Ti zi

Ti

g(zi)

FRD 可以采用非参数估计或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两种方法得到的结果是等价的（Imbens

和 Lemieux，2008）。本文采用后者进行估计。不失一般性，将二元变量 作为处理变量 的工具

变量， 的取值取决于 。如果 小于低保线，那么 取值为 1；而如果 大于或等于低保线，那么

取值为 0。估计中采用核局部多项式设定（李芳华等，2020）和偏差校正等方法，得到稳健的标

准误与置信区间（Calonico 等，2014）。样本家庭人均收入与断点之间的距离称为带宽，带宽越小，

对 的要求就越少，但同时可选择的样本量也越少，这可能会降低估计的精度。因此，本文选择

多个带宽进行估计以保证结果的稳健性。

四、数据处理与变量选择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 年和 2018 年数据进行研究。在计算贫困指标变化

时，本文同时选取成人和儿童问卷，共有 20 094 个样本。在评估政策效应时，本文剔除了没有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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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来源的儿童（16 岁以下），匹配了 2016 年和 2018 年两年均参加调查的城市成人人口，经过数据

清理后，得到每年 5 965 个样本，总计 11 930 个。本文采用“是否收到政府补助”①来判断家庭是

否获得政府相关转移支付。2016 年接受补助的人数为 1 041 人，覆盖率为 17.45%，2018 年接受补

助的人数为 1 036 人，覆盖率为 17.37%，略有下降。根据《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规定，家

庭人均收入低于本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家庭才有资格领取补助。家庭收入为家庭的全部货币

和食物收入，不包括抚恤金、救助金等政府转移支付收入。因此，本文加总 CFPS 数据库中家庭工

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作为判断是否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收入标准。

表 1 是本文主要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分析。本文选取的结果变量包括收入、支出、劳动供

给、人力资本和主观福利。其中，收入变量包括家庭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个

人全部工作收入。在家庭支出方面，本文选取家庭总支出、食物和文化娱乐支出，采用食物和文

化娱乐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进行度量。对于劳动供给，本文采用“是否就业”和“工作时间”

两个度量指标。人力资本选择健康状况、教育程度和教育投入三个指标。其中，健康状况分别用

1−5 表示，数值越大，健康状况越好；教育程度采用受教育年限进行衡量；教育投入使用家庭教

育支出进行衡量。主观福利采用“生活满意度”进行度量，分值越大，满意度越高。可以看到，家

庭年均工资性收入均值为 6.85 万元，而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均值仅为 0.8 万元和 0.38 万元，城市

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家庭总支出均值为 10.64 万元，食物支出占比约为 36%，文化

娱乐支出仅占 0.4%。城市居民实际健康状况均值为 2.9，受教育年限均值为 10.28 年，家庭教育投

入均值为 0.65 万元，生活满意度均值为 3.83。本文还控制了社区环境、家庭状况等特征。家庭净

资产均值为 139.5 万元，其中家庭金融资产均值为 2.25 万元。从个人购买保险情况来看，医疗保

险人均 0.94 份，养老保险人均仅 0.52 份。

表 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工资性收入 家庭工资性收入（万元/年） 6.85 85 243.82 0 250

经营性收入 家庭经营性收入（万元/年） 0.80 10 627.21 0 65.1

财产性收入 家庭财产性收入（万元/年） 0.38 14 616.92 0 30

个人工作收入 有工作居民的个人工作收入（万元/年） 1.51 34 661.24 0 104

家庭总支出 家庭总支出（万元/年） 10.64 123 701.7 0 516.9

食物支出 家庭食物支出占比 0.36 0.18 0 1

文化娱乐支出 家庭文化娱乐支出占比 0.004 0.0099 0 0.347

是否就业 是否工作（工作=1，不工作=0） 0.78 0.41 0 1

工作时间 受访者一周工作时间（小时） 18.56 25.59 0 148

健康状况 1−5个等级，等级越高，健康状况越好 2.90 1.10 1 5

教育程度 受教育年限（年） 10.28 4.65 0 22

教育投入 家庭教育支出（万元/年） 0.65 15 691.6 0 50

生活满意度 1−5个等级，等级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 3.83 0.97 1 5

社区公共设施 2016年小区公共设施状况，数值越大，小区设施越完善 3.37 0.90 1 5

社区周边环境 2016年小区周边环境状况，数值越大，小区环境越好 3.20 0.92 1 5

社区周边治安 2016年小区周边治安状况，数值越大，小区治安状况越好 3.48 0.86 1 5

家庭人数 家庭总人口 3.67 1.75 1 17

许玲丽、陈云菲：城市政府补助政策的多维减贫效应评估

① 问卷问题是：“是否收到政府补助？过去 12 个月，您家是否收到过政府以现金或实物形式发放的各类补助，如低保、退耕还林补助、农

业补助（包括粮食直补、农机补助等）、五保户补助、特困户补助、工伤人员供养直系亲属抚恤金、救济金、赈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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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贫困变化趋势与收入分配特征分析

FGT本文选取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使用 指数来反映贫困的变化。其中，绝对贫困线为

各省低保线，相对贫困线选取各省城市居民收入中位数的 30%、40%、50% 和 60%。本文比较了

2016 年和 2018 年贫困指数的变化情况。

城市贫困变化情况如表 2 所示，无论采用哪条贫困线，2016−2018 年，贫困指标的各项指数

都有所下降。当以各省低保标准作为贫困标准时，城市人口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降

幅最大，降幅分别为 28.09%、38.66% 和 43.46%。在各贫困标准中，贫困强度的降幅最大，其次是

贫困深度。这说明“十三五”时期城市贫困人口收入差距和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差距缩小。此外，

以不同贫困线作为贫困标准，贫困指数变化差异明显。相对贫困线越高，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

与强度下降幅度越小。

从相对贫困来看，如果选择收入中位数的 60% 和 50% 作为相对贫困线，则 2018 年的相对贫

困率为 21.50% 和 14.58%。如果选择收入中位数的 30% 和 40% 作为相对贫困线，则 2018 年的相

对贫困率为 5.03% 和 9.18%，贫困深度为 1.75% 和 3.08%，贫困强度为 0.87% 和 1.54%。“十四五”

时期是扶贫工作转向相对贫困治理的过渡时期，我国城市扶贫资金主要来自政府财政支出，相

对贫困标准不宜太高，选择收入中位数的 30% 或 40% 作为相对贫困标准比较合适。
  

表 2    贫困变化趋势与收入分配特征

贫困变化

贫困标准（元/人·年）
贫困发生率（%） 贫困深度（%） 贫困强度（%）

2016年 2018年 变化率 2016年 2018年 变化率 2016年 2018年 变化率

各省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5.64 4.06 −28.09 2.07 1.28 −38.66 1.13 0.64 −43.46
各省城市居民收入中位数的30% 5.98 5.03 −15.97 2.15 1.75 −18.74 1.16 0.87 −24.84
各省城市居民收入中位数的40% 10.78 9.18 −14.86 3.73 3.08 −17.44 1.94 1.54 −20.44
各省城市居民收入中位数的50% 15.43 14.58 −5.50 5.65 4.84 −14.36 2.94 2.41 −17.85
各省城市居民收入中位数的60% 21.80 21.50 −1.40 7.83 7.03 −10.23 4.10 3.49 −14.95

收入不平等变化

年份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年份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变化率

Gini系数 2016 0.50 0.24 0.72 2018 0.47 0.28 0.64 −6.00
Theil指数 2016 0.64 0.10 1.18 2018 0.54 0.13 1.33 −15.62

 
 

从收入分配角度来看，2018 年 Gini 系数和 Theil 指数的均值比 2016 年分别下降 6.0% 和

15.62%，与贫困深度与强度的变化趋势一致，整体来看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缩小。政府补助是低收

 

续表 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家庭资产 家庭净资产（万元） 139.5 2 471 554 −135 8 010

家庭储蓄 家庭储蓄存款（万元） 10.74 252 149.4 0 600

家庭负债 家庭是否负债（是=1，否=0） 0.06 0.24 0 1

家庭金融资产 家庭金融资产（万元） 2.25 219 292.8 0 1 000

医疗保险 持有医疗保险份数（包括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 0.94 0.41 0 4

养老保险 持有养老保险份数（包括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 0.52 0.68 0 5

户主婚姻 户主婚姻状况（已婚=1，其他=0） 0.89 0.32 0 1

户主性别 户主性别（男性=1，女性=0） 0.74 0.44 0 1

　　注：下文中家庭各项收入和支出采用对数形式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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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群体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现金补助的逐年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缩小贫困与非贫困居民

的收入差距。但 Gini 系数和 Theil 指数的最小值都有所提高，说明部分省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增

加。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城市政府补助政策主要由当地政府自行制定，救助标准差距较大，部分

城市政府补助的标准较低，能够保障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但不足以满足他们的发展需求，自身

解困能力仍较差，从而造成收入差距变大。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国城市低保政策的瞄准率不

高，漏保率介于 38.45% 和 66.28% 之间（宋锦等，2020），部分地区很大一部分低收入人群不能获

得补助，造成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值得注意的是，吉林省、贵州省和西藏自治区的 Gini 系数增

长 0.2 以上，且超过警戒值 0.4，收入差距较大。因此，从消除相对贫困角度来看，这些省份是需要

重点关注的。

（二）城市政府补助减贫政策效应评估

图 1 横轴表示家庭人均月收入与其所在

省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值，纵轴表

示获得政府补助的概率。可以看到，收入差

值在 0 附近发生明显的跳跃，家庭人均收入

低于所在省份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更有

可能获得政府补助，这说明城市低保标准是

家庭能否获得贫困补助的主要判断标准。因

此，本文以各省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断点，探

究城市政府补助对城市人口收入、支出、劳动

供给、人力资本以及主观福利的影响。

1. 城市政府补助对收入和支出的影响

图 2 展示了各个收入和支出变量在断点

处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到，在断点处均发生明显的跳跃，这说明实施 FRD 的条件存在。
 

（a）工资性收入 （b）经营性收入 （c）财产性收入

（d）个人工作收入 （e）家庭总支出 （f）食物支出占比 （g）文娱支出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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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人均收入和低保线差距与收入和支出的关系

 

考虑到断点回归的敏感性，①本文选取 200 元、400 元和 600 元三个带宽进行估计，并采用偏

差校正估计量和稳健标准误进行校准（Cattaneo 等，2019）。本文采用三角核估计进行断点回归，

并使用二次核和均匀核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3 展示了城市政府补助对收入和支出的影响。

 
 
  

 

获
得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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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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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率

0.8

0 200−200 400−400

0.6

0.4

0.2

0

图 1    人均收入和低保线差距与获得政府补助

概率的关系

注：本文对断点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即人均可支配收入减去

所在省份低保标准，以 0 作为新的断点。

许玲丽、陈云菲：城市政府补助政策的多维减贫效应评估

① 命令“rdbwselect”自动选择的最优带宽为 200−700，采用不同的带宽方法和多项式次数导致带宽存在一定差异，但对分析结果不会产

生实质性影响。为方便比较，本文选择 200 元、400 元和 600 元三个带宽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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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城市政府补助对收入和支出的影响

+ / − 200 + / − 400 + / − 600 二次核估计 均匀核估计

收入

工资性收入 −0.76*（0.43） −0.79（0.57） −0.71*（0.39） −1.11***（0.26） −0.84（0.33）

经营性收入 3.84*（2.23） 5.11**（3.40） 0.96（5.51） 4.28*（2.20） 3.13（2.17）

财产性收入 1.24*（0.64） 2.53*（1.47） 3.02（0.82） 3.10*（1.79） 2.71**（1.11）

个人工作收入 2.82*（1.64） 0.31（3.73） 0.44（5.65） 1.32（2.68） 0.15（2.58）

支出

家庭总支出 2.35**（1.09） 2.88*（1.50） 2.47*（1.41） 2.66*（1.41） 1.75（1.36）

食物支出 −0.44**（0.19） −0.39**（0.20） −0.35**（0.18） −0.27*（0.21） −0.20（0.20）

文化娱乐支出 0.016（0.013） 0.011*（0.006） 0.015**（0.007） 0.010*（0.006） 0.013*（0.007）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从收入来看，在带宽为 200 元和 400 元时，城市居民获得政府补助的概率每增加 1%，家庭经营

性收入增加约 3.91% 和 5.24%。①这说明城市补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效促进了贫困人口开展个体

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增加了自主择业的机会。与没有获得政府补助的家庭相比，获得政府补助的

家庭财产性收入增加。这说明获得政府转移支付的家庭更易提高投资比例，或者可能存在房屋“低

租高出”现象（叶林祥等，2018），从而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获得政府补助的家庭工资性收入下

降，且政府补助只在带宽为 200 元时对个人工作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总体效果不太明显。其

中的原因可能是，长期以来，城市的主要帮扶方式仍是现金转移支付，如最低生活保障补助、特困户

补助、抚恤金等，缺少相关的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导致城市低收入居民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无法

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和潜力去匹配合适的工作岗位，个人的自主创收能力有待提高。

从支出来看，城市补助政策对家庭总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获得政府补助的概率

每增加 1%，家庭总支出增加 2%−3%。家庭食物支出占比下降，文化娱乐支出占比上升。可见，

城市政府补助显著提高了贫困人群的消费水平，优化了居民的消费结构。

2. 城市政府补助对劳动供给、人力资本和主观福利的影响

由图 3 可知，劳动供给、人力资本和主观福利变量在断点处均发生明显的跳跃，符合 FRD 的

基本前提。
 

（a）是否就业 （b）工作时间 （c）教育程度

（d）家庭教育投入 （e）健康状况 （f）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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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人均收入和低保线差距与劳动供给、人力资本和主观福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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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 可知，获得政府补助的城市贫困人口的就业概率提高。总体来看，政府救助产生了正

向的劳动供给效应。与没有获得政府补助的居民相比，在 200 元和 600 元的带宽下，获得政府补

助的居民就业可能性增加，进入劳动市场的积极性提高。城市政府补助对有工作的人工作时间

的影响为负，在带宽为 200 元时，居民获得补助的概率每增加 1%，每周工作时间减少约 0.5 小时，

这不能排除是“福利依赖”所导致的。可见，城市政府补助对低收入居民就业的影响既存在正向

的就业激励效应，也存在负向的时间挤出效应。
  

表 4    城市政府补助对劳动供给、人力资本和主观福利的影响

+ / − 200 + / − 400 + / − 600 二次核估计 均匀核估计

劳动供给

是否就业 1.35*（0.81） 0.68（0.64） 0.88*（0.53） 0.63（0.80） 0.83（0.74）

工作时间 −42.55***（14.05） −52.38*（27.76） −20.79（25.81） −54.95*（32.81） −27.25（24.74）

人力资本

健康状况 2.82*（1.68） 2.42（2.01） 2.78*（1.59） 2.47（2.24） 4.77**（2.37）

教育程度 11.13（13.14） 16.30*（8.89） 18.82（13.67） 15.04*（8.66） 15.04*（8.66）

教育投入 1.47（4.24） 3.87**（1.71） 2.08（2.74） 3.11（2.47） 0.24（1.47）

主观福利

生活满意度 0.20（1.55） 3.11**（1.33） 1.10（1.33） 2.52**（1.20） 1.84*（0.98）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提升贫困家庭成员文化水平是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手段。在带

宽为 400 元时，获得补助的概率每增加 1%，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增加约 0.16 年。而在带宽为

200 元和 600 元时，政府补助对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对于收入较低的家庭，

除了接受义务教育外，并不想花更多的钱进行额外的教育投资。从对健康的影响来看，获得补助

人群的健康状况得到明显改善，现行扶贫政策可能通过减轻贫困家庭的医疗费用负担或改善其

生活条件来提高居民的健康素质。2019 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 77.3 岁，实现 832 个贫

困县每个县至少有 1 家公立医院，健康扶贫成效显著。

从主观福利来看，政府补助对获得补助人群主观福利的改善作用仅在带宽为 400 元时显

著。与农村地区相比，城市的生活成本和压力更大，收入等不确定性更高，贫困家庭容易产生更

强的剥夺感。除了物质帮扶外，需要更加多样化的帮扶措施来增强低收入群体对未来的信心，提

高低收入人群的主观福利水平。

（三）断点估计有效性检验

上文采用三种带宽和不同的核函数形式，对断点估计的稳健性做了初步检验。本文进一步

根据断点回归的相关理论和检验方法，进行更加严格的有效性检验，包括驱动变量连续性检验、

控制变量连续性检验以及断点安慰剂检验。①

1. 驱动变量连续性检验

RD 识别策略的有效性条件之一是驱动变量是连续的，即家庭人均收入在低保线左右两侧

是连续的。②本文采用 Cattaneo 等（2019）的方法进行检验。如图 4 所示，核密度曲线没有出现明

显的跳跃，且 RD 估计差异 P 值为 0.13，不能拒绝驱动变量的密度函数在断点处连续的原假设，

排除了断点设定的内生性。

许玲丽、陈云菲：城市政府补助政策的多维减贫效应评估

① 受篇幅限制，文中未展示控制变量连续性检验和断点安慰剂检验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② Cattaneo 等（2019）使用更高阶的局部多项式回归估计密度函数，比 McCrary（2008）的密度检验在有限样本中表现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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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控制变量连续性检验

RD 识别策略的有效性条件之二是控制

变量是连续的。如果控制变量在断点处存在

跳跃，那么城市人口收入、消费以及劳动供给

等的变化不适宜全部归因于政府补助的影

响 。 本 文 检 验 了 控 制 变 量 在 断 点 处 的 连 续

性，发现政府补助对户主基本情况、社区性质

和家庭状况均没有显著影响，支持了控制变

量连续性假设，验证了 RD 识别的有效性。

3. 断点安慰剂检验

本文选择比各省低保线高或者低 100 元、200 元、300 元和 400 元的贫困标准作为断点进行

了安慰剂检验，发现其他断点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异于 0，说明在这些断点处不存在处理效应。

本文结果是稳健的。

（四）基于相对带宽的稳健性检验

我国不同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导致物价水平存在差异。现行最低保障标准依据各地

区的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制定。为了弱化区域间经济差异的影响，本文结合各省低保线构建相

对带宽，检验上文结果的稳健性。本文构造了如下相对带宽：

Di = (income−dit)/dit （7）

income d i t其中， 表示家庭人均收入， 表示低保标准， 表示省份， 表示年份。表 5 结果显示，政府补

助从收入和支出方面提高了相关群体的生活质量，获得补助的贫困家庭的教育投资显著增加，

健康状况得到改善。这与基于绝对带宽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

表 5    基于相对带宽的城市政府补助政策效应

+ / − 0.3 + / − 0.5 + / − 0.7 均匀核估计 二次核估计

收入

工资性收入 −1.33***（0.47） −1.18*（0.57） −1.32*（0.75） −0.36（0.39） −0.86*（0.49）

经营性收入 3.14*（1.82） 2.33（3.51） 0.71（4.91） 0.81（0.74） 0.20（0.68）

财产性收入 2.98**（1.22） 2.16*（1.30） 3.15（2.74） 2.24**（1.07） 2.90**（1.30）

个人工作收入 1.20*（0.68） 2.08（1.30） 3.04*（1.71） 3.51（2.58） 2.33（1.49）

支出

家庭总支出 3.35*（1.89） 6.12**（3.06） 3.60*（2.00） 4.05*（2.27） 5.57**（2.46）

食物支出 −0.75***（0.19） −0.40**（0.17） −0.40**（0.17） −0.69***（0.25） −0.38**（0.18）

文化娱乐支出 0.003（0.007） 0.002（0.007） 0.012*（0.007） 0.001（0.006） 0.003（0.009）

劳动供给

是否就业 2.16**（0.96） 3.16*（1.80） 1.27（1.28） 2.48**（1.14） 3.18*（1.70）

工作时间 −38.94*（20.17） −40.22**（19.12） −47.78***（15.02） −60.85*（31.32） −43.46**（21.60）

人力资本

健康状况 4.91*（2.81） 8.36*（4.86） 4.58（3.17） 7.01**（3.18） 8.40*（4.56）

教育程度 9.63（7.08） 8.14（7.52） 10.91（7.79） 18.33（17.10） 8.56（8.46）

教育投入 6.48*（3.55） 6.77*（3.48） 6.72*（3.49） 5.77*（3.20） 1.42（3.00）

主观福利

生活满意度 4.19（3.65） 4.37*（2.61） 3.06**（1.40） 2.92*（1.68） 4.30*（2.33）

　　注：命令“rdbwselect”自动选择的最优带宽为0.4−0.8，本文选择0.3、0.5和0.7三个带宽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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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驱动变量连续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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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异质性分析

本文进一步关注不同群体的异质性，探究城市政府补助对哪一类群体的影响更大，以期为

政府分类救助提供经验依据。①本文从性别异质性、地区异质性和致贫原因异质性三个角度进行

分析（见表 6）。

性别异质性分析表明，政府补助有助于提升女性的人力资本。与男性相比，获得补助的女性

健康状况显著改善，教育程度显著提升，教育支出显著增加。获得补助的男性劳动参与的积极性

提高，工作时间增加，但教育和健康状况变化不显著。此外，城市政府补助显著增加了女性的生

活满意度。

地区异质性分析表明，从收入来看，西部地区城市贫困人口获得补助的概率每增加 1%，家

庭工资性收入增加 3% 左右。从支出来看，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政府补助可以显著增加贫困家庭

的文化娱乐支出，减少食物支出。东部地区获得补助的家庭总支出上升，但文化娱乐支出占比和

食物支出占比均没有显著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各地区城市贫困人口现状存在差异，尤其

是家庭初始资源禀赋、生活习惯、生活偏好等可能存在差异，导致相同政策的效果不同。从劳动

供给来看，中部地区的政府补助显著提高了居民的劳动供给倾向，劳动供给激励效果显著，而东

部和西部地区的政府补助对就业的影响总体上不显著。从人力资本积累来看，西部地区的政府

补助显著提高了贫困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东部地区的健康状况也得到显著改善。此外，西部地区

的城市政府补助显著提高了低收入居民的主观福利。

致贫原因异质性分析表明，②城市政府补助对“因病致贫”家庭的支出、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

积累的影响有限。这可能是因为这类家庭的医疗支出负担较重，缺少有效劳动力，而且现有补助

标准较低，针对性不足。因此，未来城市扶贫政策对“因病致贫”家庭需要进一步关注。“因学致

贫”家庭获得的益处更多，其消费结构、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均得到显著改善，但城市政府补助

对“因学致贫”家庭存在工作时间挤出效应，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福利依赖”。

表 6    城市政府补助政策效应的致贫原因异质性

因病致贫 因学致贫

+ / − 200 + / − 400 + / − 600 + / − 200 + / − 400 + / − 600

收入

工资性收入 −1.78（1.83） −0.19（0.95） −0.13（2.56） −0.54（0.44） −0.79**（0.38） −0.74*（0.43）

经营性收入 2.96**（1.39） 2.34（1.59） 1.09（1.23） 1.23***（0.86） 2.30*（1.30） 3.00*（1.80）

财产性收入 2.40**（0.96） 3.45***（1.22） 3.45***（1.03） 1.92*（0.78） 2.61**（1.30） 3.26**（1.62）

个人工作收入 1.56***（0.54） 1.24（1.63） 0.99（3.21） 0.54（10.42） 0.10（1.85） 1.85（1.47）

支出

家庭总支出 1.35（2.80） 1.57（6.85） 1.05（11.22） 2.46*（1.44） 2.66*（1.49） 3.09*（1.84）

食物支出 −1.17（1.43） −1.93（2.16） −1.22（1.36） −0.77*（0.32） −0.58***（0.23） −0.58***（0.224）

文化娱乐支出 0.04（0.08） 0.02（0.02） 0.03（0.05） 0.01*（0.007） 0.02***（0.01） 0.01*（0.01）

劳动供给

是否就业 0.24（0.73） 0.21（2.28） 0.28（2.35） 1.16**（0.54） 1.01*（0.57） 1.07**（0.51）

工作时间 −83.43***（34.74） −119.88***（44.73） −43.34**（43.97） −55.91***（4.08） −49.62*（25.88） −53.39**（24.23）

许玲丽、陈云菲：城市政府补助政策的多维减贫效应评估

① 受篇幅限制，文中仅展示了致贫原因异质性分析结果。

② 致贫原因分类标准参照解垩（2008）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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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2016 年和 2018 年 CFPS 数据，研究了“十三五”时期城市贫困群体的分布特征，并

对城市政府补助的减贫效应从收入、支出、劳动供给、人力资本以及主观福利角度进行了多维评

估。研究发现，以各省城市居民收入中位数的 30%、40%、50% 和 60% 作为相对贫困线，城市贫困

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分别为 5.03%−21.5%、1.75%−7.03% 以及 0.87%−3.49%，城市相对

贫困群体的规模依然较大，但与 2016 年相比，2018 年城市人口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贫困强度

和收入不平等指数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

减贫政策效应评估的主要结果有：第一，城市政府补助显著提高了低收入家庭的财产性收

入、经营性收入和个人工作收入。获得补助的家庭总支出显著增加，文化娱乐支出占比显著上

升，而食物支出占比显著下降，尤其是中部和西部地区，生活质量和消费结构明显改善。第二，城

市政府补助对低收入居民劳动参与的影响既存在正向的就业激励效应，也存在负向的时间挤出

效应，其中对低收入男性和中部地区低收入居民发挥了一定的“促勤”作用。第三，政府补助政

策显著改善了城市低收入居民的健康状况，但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不大。其中，城市政府补助

对低收入女性的影响较大，女性健康水平和教育程度均得到显著提升，并促进了“因学致贫”家

庭的人力资本提升，以及东部地区低收入居民的健康投入和西部地区低收入居民的教育投入。

第四，政府补助显著改善了低收入女性和西部地区低收入居民的主观福利。总体来看，“十三

五”时期城市政府补助在收入、支出、劳动供给、人力资本和主观福利方面保障了城市低收入人

群的权益，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共同富裕贡献了一份力量。

综合考虑不同的相对贫困指标下我国城市贫困发生率与财政负担能力，本文建议以居民收

入中位数的 30% 或 40% 作为相对贫困线。同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可以重点从以

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鼓励享受城市政府补助的重点人群积极进入劳动力市场，减少相关群体

的福利依赖。目前，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低收入女性及“因学致贫”的群体，尤其需要关注东西部

地区。第二，鼓励低收入群体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是家庭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增加家庭

教育投入是未来防贫工作的重点。目前，需要重点关注的群体是低收入男性，特别是在中部地

区。其中，如何促进“因病致贫”群体的人力资本投入是一大难点，需要各方面的保障和关注。第

三，关注并提升低收入居民的主观福利。主观福利的提升将有效助力中国梦、幸福梦。目前，需

要重点关注低收入男性，尤其关注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低收入居民。可以考虑将城市“粗放”的救

助模式转向“精准”模式，以鼓励就业和促进人力资本投资为主要目的，探索建立针对不同群体

的差异化城市防贫体系与动态监测系统，有效缓解相对贫困，形成防贫内生机制，最终走向共同

富裕。

 

续表 6    城市政府补助政策效应的致贫原因异质性

因病致贫 因学致贫

+ / − 200 + / − 400 + / − 600 + / − 200 + / − 400 + / − 600

人力资本

健康状况 2.48（6.96） 3.49（7.42） 1.90（18.58） 2.06*（1.15） 2.15*（1.18） 1.87（1.30）

教育程度 16.22（70.81） 21.82（45.01） 53.82（313.84） 5.8262（5.65） 2.30（5.68） 3.05（6.06）

教育投入 1.94（3.38） 1.12（1.99） 1.95（2.06） 1.21*（0.69） 0.67（1.86） 0.42（1.76）

主观福利

生活满意度 1.96 （2.29） 1.52*（0.87） −1.28（0.98） 1.52***（0.52） 1.19（1.22） −1.88（1.77）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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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China has achieved a comprehensive victory in poverty alleviation by the end of 2020. The

main task now is to build a long-term mechanism to prevent poverty and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on the

basis of consolidating the existing achievements. For cities, to 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pover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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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relevant poverty-alleviation policies is an important premise for improving the in-

come redistribution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ong-term mechanism to prevent urban

poverty.

Based on the data of CFPS,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effect of urban government subsidies on poverty-re-

duction policies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Poverty indicators are selected to measure the relative

poverty situ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ities, and the FRD method is adopted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urban government subsidy policies on the income, expenditure, labor supply, human capital and

subjective welfare of the urban low-income popul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urban poverty rate, intensity and depth,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relative poverty

index, all show a downward trend, and urban income distribution is improved. The urban government subsidy

plays the role of giving fish to low-income residents: It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business income, property

income and individual work income of low-income families.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households receiv-

ing the subsidy is improved, particularly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urban government subsidy also

plays a role in teaching some people to fish: It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employment probability of low-in-

come men and low-income residents in the central region, and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improving the human

capital of low-income women and people in poverty due to schooling. Meanwhile, the subsidy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subjective welfare of low-income women and low-income residents in the western region.

Therefore, we should further improve the urban income redistribution system, promote the transforma-

tion of urban poverty relief from the “extensive” mode to the “precise” mode, and establish a differentiated

urban poverty-prevention system and dynamic monitoring system for different groups, so as to effectively alle-

viate relative poverty, form an internal poverty-prevention mechanism, and lay a solid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and basic guarantee for common prosperity.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change trend and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

ics of urban poverty are measured by relevant poverty statistics indicators. Second, it makes an in-depth ana-

lysis of policy objectives, successively studying the poverty-reduction policy effect of urban income redistribu-

tion projects from three levels: whether urban government subsidies give people fish (income and consump-

tion), whether urban government subsidies teach people to fish (labor supply an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nd whether urban government subsidies ultimately help people to achieve happiness (subjective welfare).

Third, refin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by analyzing the heterogeneity of population, regions and

poverty causes.

Key words:  government subsidies； fuzzy RDD； Dibao； evaluation on the policy effect

（责任编辑　康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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